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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就语言研究而言，得坚持“既求实又重理论思考”的正确方向，以便做到基于事实构

建理论，运用理论分析事实。 要使事实能成为论证中的有力证据还必须做三项工作：一是对所搜

集的事实要进行多方精心甄别，二是必须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三是需要将搜集到的事实放到整

个语言系统中去分析、思考，而且在运用所需的语言事实时还得辅以严密的逻辑推理或假设。 要

使探索、研究能不断解开谜团，获得带有科学价值的结论，重要的要善于跳出原有的圈子思考，不
断探寻新的研究视角，而且还得牢记八个字：有心用心，勤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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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从 ２０１２ 年起，每年 １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语言大学、商务印书馆联合举行“中青

年语言学者沙龙”，地点在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８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于今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在商务印书

馆礼堂举行，与会的中青年学者有 ５０ 多人。 沙龙的中心议题是“语言学论证中的证据问题”。 会议邀

请四位学者作主题报告，分别是：潘悟云（上海师范大学），报告题目是“语料大数据作为语言学证据的

作用”、孟蓬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报告题目是“眼界与境界———出土上古汉语文献研究中

的证据问题”、白学军（天津师范大学），报告题目是“汉语阅读的空格效应：来自眼动研究的证据”、杨小

璐（清华大学），报告题目是“众里寻她千百度———浅谈儿童语言对普遍语法理论的证据作用”。 四个报

告从各个不同角度说明了语言学论证中证据的重要，报告很充实，很富创新性，全体与会者都增长了新

知，扩大了视野。 报告后大家自由发言，各自谈了自己听了报告后的收获、体会、想法和意见。 气氛热

烈，充满了学术氛围，普遍受到启迪与教育。 按惯例，每次主持人都要我在众人发言之后、会议总结之前

发个言。 本文就是根据我当时发言的录音记录稿整理而成的。

　 　 二、“２０１８ 中青年语言学沙龙”的中心议题

“２０１８ 中青年语言学沙龙”的中心议题是“语言学论证中的证据问题”。 这次沙龙提出这一中心议

题，很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对遏制已经出现在我国语言学研究中的浮躁之风、贴标签之风，有积极意义。

·５·



求实，就是要求在学术研究中得重证据。 回顾以往的学术研究，我们会深深感到，求实一直是中国

的学术传统，然而在我国的学术传统中，起码在语言研究的学术传统中，也有缺憾的一面，那就是理论思

考不够，甚至可以说严重缺乏。 譬如，拿汉语语法研究来说，目前用到的种种研究分析方法，诸如层次分

析、变换分析、“格”语法分析、配价分析、论元结构分析、移位分析、话题分析、语境分析，乃至构式语法

分析、语言信息结构分析等，说起来都是来自西方的，其实在我国早先的汉语研究特别是汉语语法研究

的论著中都已经有所涉及与运用。 拿“格”语法分析来说，那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菲尔墨（Ｆ． Ｊ． Ｆｉｌｌｍｏｒｅ）
在 １９６８ 年出版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ｃａｓｅ（《“格”辨》）中提出来的，一时获得广泛的肯定，并普遍加以运用。［１］

菲尔墨所谓的“格”，实际是指一个动词所表示的行为动作可能涉及的不同性质的事物性的“语义范

畴”，这种“语义范畴”就称为“语义格”。 例如“吃”所表示的行为动作，可能会涉及这样一些不同性质

的事物的语义范畴：

那“施事”、“受事”、“工具”、“方式”、“处所”、“时间”等便都是动词“吃”的语义格。 菲尔墨在

《“格”辨》中只提出了六种格：ａｇｅｎｔｉｖｅ（施事格，用 Ａ 代表）、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工具格，用 Ｉ 代表）、ｄａｔｉｖｅ（与
格，用 Ｄ 代表）、ｆａｃｔｉｔｉｖｅ（使成格，如“Ｗｅ ｅｌｅｃｔ ｈｉｍ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里的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用 Ｆ 代表）、ｌｏｃａｔｉｖｅ（处所

格，用 Ｌ 代表）、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客体格，用 Ｏ 代表），后来又添加了 ｔｉｍｅ（时间格，用 Ｔ 代表）。 而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出版的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语言事实，而且提出了 １２ 种语义范

畴，只是吕先生不是用“格”这一术语，而是用“补词”这一说法。 书中说：
　 　 拿叙述句来说，既是叙述一件事情，句子的中心就在那个动词上，此外凡动作之所由起，所于

止，以及所关涉的各方面，都是补充这个动词把句子的意思说明白，都可称为“补词”。
书中提出的 １２ 种“补词”是：“起事补词”（相当于施事）、“止事补词”（相当于受事）、“受事补词”

（仅指双宾语里的受事）、“关切补词”、“交与补词”、“凭借补词”、“方所补词”、“方面补词”、“时间补

词”、“原因补词”、“目的补词”、“比较补词”等。 这比菲尔墨还多五种。 吕先生对这些补词都进行了详

细而具体的描写。 可惜的是未能从理论上去加以阐释，更未能形成“‘补词’分析理论”。 其他分析理念

也都是如此。 很多语言现象、语言问题，我国学者都早注意到了，甚至进行了较为具体的描写，遗憾的是

都未能从理论上去加以总结、升华，结果许多方法论的发明权都让给了后起的西方学者。
在近期又出现了另一种片面追求所谓“理论化”的情况。 大家知道，２０ 世纪下半叶，特别是从 ８０ 年

代之后，随着我国学术体制由封闭走向开放，中外学术交流不断加强，西方语言学理论方法不断输入，极
大地影响、推进了我国的语言研究。 这应该充分肯定。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国语言学界出现了

“赶时髦，贴标签”的浮躁现象———一提出“主观性 ／主观化”理论，就什么都给贴上“主观性 ／主观化”这
一标签；一提出“构式”语法理论，就什么都给贴上“构式”这一标签；一提出“范畴化 ／非范畴化”理论，
就什么都给贴上“范畴化”这一标签；而不考虑用了这些新的术语是否解决了先前没法解决的问题，是
否解释了先前没法解释的语言现象，是否在论述上比原先的论述更简明。 这实际是追逐简单问题复杂

化、浅显问题深奥化，而还自诩为或被称之为“有理论深度”、“有科学含量”。 这实际是一种很不良的学

术风气。 这次沙龙提出“语言学论证中的证据问题”这一议题，希望能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以起到拨

正航向的作用。 就语言研究而言，必须坚持“既求实又重理论思考”的正确方向。 要知道，“语言学研究

的根本是运用理论分析事实，基于事实构建理论” ［２］。

　 　 三、有力的论证首先要有充足的事实依据

所有学科领域里的论证，无非是两种性质的论证，一是“证实”，一是“证伪”。 所謂证实，是以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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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定的理论原则来支持自己所认为的某种正面的观点与想法；所谓证伪，是指在科学研究中可以而且

应该大胆地提出假说，然后去寻找和这一假说不符合的事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证实自己的结论———更

好的观点与想法。 语言研究也不例外。 语言学论证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证实和不断证伪的过程。
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有力的论证靠什么？ 靠三样东西，第一样是充足的事实依据。 第二样是科学

而又深刻的理论支撑。 第三样是严密的逻辑推理。 这三者缺一不可。 不过，第一位的还是充足的事实

依据，在语言学论证中就是指充足的、有说服力的语言事实。 有了充足的、有说服力的事实，科学而又深

刻的理论支撑才会有坚实的基础，严密的逻辑推理才能真有成效。
我们都知道，语言研究的目的有三，除了为了应用这一目的之外，很重要的两个目的是：其一，“要

不断回答、解决好‘是什么’的问题”，即要搞清楚所研究的对象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其二，“要不断回

答、解决好‘为什么’的问题”，即要深究呈现在面前的这种或那种现象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在乔姆斯基

生成语法理论之前，语言学界所考虑的主要或者说基本是如何回答、解决好“是什么”的问题。 自从乔

姆斯基提出“考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这三个“充分”之后，大家开始而且越来越重视回答、解决

好“为什么”的问题，即加强了对语言事实、语言现象的解释的研究。 这应该说是语言研究的一个极大

的进步。 但也出现了从一个偏向走到另一个偏向的问题，那就是对语言事实的挖掘关注少了，以至于美

国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这一在国际语言学界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刊物于 １９９６ 年第 ３ 期以编辑部征稿的形式，公开

征求“语言描写报告”。 征稿短文里有一段话有必要转引在这里（译文转引自《国外语言学》１９９７ 年第 ３
期）：

　 　 对语言与语言用法进行描写，是描写语言学的一项中心任务。 关于人类语言能力、交际信息能

力、语言历史的更高层次的概括，无不依赖于语言描写。 对于理论研究来说，语言描写报告也起过

重要的作用。 Ｇｕｍｐｅｒｚ ＆ Ｗｉｌｓｏｎ （１９７１） 对印度 Ｋｕｐｗａｒ 村语言并合现象的描写与研究，导致人们

对语言借用和谱系关系互不相干的观点作重新思考。 Ｄｅｒｂｙｓｈｉｒｅ （１９７７） 对句子以宾语起头的一种

语言的描写，导致类型学对明显的普遍现象的解释可能要改写。 Ｈａｌｅ （１９７３） 对澳大利亚一种语

言的语音典型形式所作的报道，使人们对音韵学中可学性问题重新思考。 Ｓｔｅｗａｒｔ （１９８３） 关于非

洲诸语言元音和谐系统的研究，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用以说明元音和谐现象的一些特征。 总之，语言

描写报告可对现行理论研究有所贡献。
这无疑是为了纠偏而号召大家要重视语言事实的挖掘。 同时我们看到，乔姆斯基于 ２００４ 年在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生成语法研究之路的回顾》）一书中，在展望 ２１ 世纪语言学发展动态时也

指出：语言学的发展会呈现“描写性的特点”，而在理论解释方面“可能不会有长足的进步”；而要做到超

越解释的充分性（ｂｅｙｏ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最好先做好描写的工作。［３］我想乔姆斯基这句话也意在

强调要重视语言事实的挖掘。

　 　 四、语言研究中语言事实的挖掘与发现

由于在语言学论证中，充足的、有说服力的语言事实是第一位的，因此我们一定要着力于不断挖掘

和发现有价值的语言事实。 所谓有价值的语言事实我想可有以下一些不同类型：
第一种类型，前人未曾注意、从未谈及的语言现象。 例如下面这样的说法并不少见：
（１）我们学校现有 １１ 个学院 ３２ 个系 ８７ 个专业，其中有 ６ 个专业属于教育部所属的重点专业。
（２）参加这一届亚洲大学生运动会的有 ２１ 个国家 ３２ 支体育代表队 ７６３ 名男女运动员。
那“１１ 个学院 ３２ 个系 ８７ 个专业”和那“２１ 个国家 ３２ 支体育代表队 ７６３ 名男女运动员”，这就是属

于前人未曾注意、从未谈及的语言现象。 该属于什么类型的结构？ 将它们归入联合结构？ 不妥，因为各

项之间既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选择关系，也不是递进关系。 将他们归入偏正结构？ 也不妥，譬如“１１
个学院 ３２ 个系 ８７ 个专业”，其意并不是“１１ 个学院的 ３２ 个系的 ８７ 个专业”的意思；再说，高等院校里

的“系”，有的不一定隶属于“学院”，而是直属学校的，譬如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就直属学校，是一个相当

于学院一级的实体机构。
第二种类型，表面现象会给人以错觉的隐性的语言事实。 在科学上，有时由于习惯理论观点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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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所举的事实可能是伪事实。 如天文学，在中世纪的欧洲，普遍持“地球中心”说，
其根据是“太阳天天从东边升起，在西边落下去，这表明太阳是围着地球转”。 后来证明，实际的事实是

“地球围着太阳转，地球本身也自转”，这也就是后来的“太阳中心”说。 在“地球中心”说统治人们思想

时，“地球围着太阳转，地球本身也自转”就属于隐性的事实；至于“太阳天天从东边升起，在西边落下

去”这只是表面现象。 这在语言学中也会有类似的情况。 这也就是说，“有时我们看到的语言事实本身

可能并不是客观的”①，“不一定是真实的”②。 譬如，由于受“施－动－受”这种语义关系观念的影响，我
们很容易将汉语中的“一锅饭吃了十个人 ｜ 一锅饭吃不了十个人”视为一种特殊的“受－动－施”句式或

“受事主语句”。 事实上，“一锅饭吃了十个人 ｜ 一锅饭吃不了十个人”并非行为动作事件句，不宜再用

“施－动－受”这种语义关系观来看待，它实际是汉语中一种特殊的数量成分相对应的句式。 下面的例子

都属于这类句式：
ａ．十个人吃了 ／吃不了一锅饭。 　 　 ｂ．一锅饭吃了 ／吃不了十个人。
ｃ．一个人坐了 ／坐不了两个位置。 　 　 ｄ．一个座位坐了 ／坐不了三个人。
ｅ．一天写了 ／写不了 ５０ 个字。 　 　 ｆ．５０ 个字写了 ／写不了一天。
ｇ．一天走了 ／走不了五个村。 　 　 ｈ．五个村走了 ／走不了一天。
以上各例如果按照传统的观念来分析，将是：
ａ．十个人吃了 ／吃不了一锅饭。
施事———动作———受事

ｂ．一锅饭吃了 ／吃不了十个人。
受事———动作———施事

ｃ．一个人坐了 ／坐不了两个位置。
施事———动作———处所

ｄ．一个座位坐了 ／坐不了三个人。
处所———动作———施事

ｅ．一天写了 ／写不了 ５０ 个字。
时间———动作———受事

ｆ．５０ 个字写了 ／写不了一天。
受事———动作———时间

ｇ．一天走了 ／走不了五个村。
时间———动作———处所

ｈ．五个村走了 ／走不了一天。
处所———动作———时间

这些句子，表面看句中包含有动词，其实不是事件结构（或称动作结构），它具有“非动态性”的特

点［４］，因此句子所突显的不是一般表示行为事件结构的句式里所理解的语义结构关系。 它们所表示的

都是“容纳量———容纳方式———被容纳量”这样的语义关系。
“一锅饭吃了十个人 ｜ 一锅饭吃不了十个人”这类数量成分相对应的句式就属于隐性的语言事实。

“人－吃－饭”之间的那种“施－动－受”语义关系在这类句式中只是一种潜在的语义关系。［５］

第三种类型，要注意挖掘和发现最简单但最带有普遍意义的语言事实。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推进科

学研究更需要运用演绎法。 各种学科的科学体系可以说都是从简单到复杂的演绎推理系统。 在语言研

究中去注意挖掘和发现最简单但最带有普遍意义的语言现象有助于人们从最简单、最普遍的基本现象

去推演出某些重要的语言基本规律。 譬如普通话中三个上声字连读会有两种读法———一是“半上－阳
平－上声”，如“好雨伞 ｜很勇敢 ｜有影响”；一是“阳平－半上－上声”，如“小米酒 ｜展览馆 ｜也许有”。 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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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南开大学阿错教授在“２００８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上的发言。
南开大学曾晓渝教授在“２００８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上的发言。



么？ 规律何在？ 原来跟内部层次构造有关———如果是“１＋２”就属于前者，如果是“２＋１”就属于后者。
在这一问题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博士生柯航（２００７）所举的“５－９９”与“５５－９”就最具说服

力［６］，因为完全摆脱了句法或语义可能产生的干扰与影响。 这就属于最简单但最带有普遍意义的语言

事实。
第四种类型，要注意挖掘和发现有特殊语言研究价值的语言事实。 例如英语里的 ｗａｎｔ ｔｏ 会发生连

读合音音变，称为 ｗａｎｎａ 的说法。 例如：
（１）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ｔｏ ｔｈ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
（２）Ｉ ｗａｎｎａ ｇｏ ｔｏ ｔｈ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可是并不是所有句子中的 ｗａｎｔ ｔｏ 都会连读音变为 ｗａｎｎａ 的。 例如：
（３）Ｗｈｏ ｄｏ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ｔｏ ｔｈａｔｓｃｈｏｏｌ？ （你要谁去哪所学校？）
例（３）就不能说成：
（４）∗Ｗｈｏ ｄｏ ｙｏｕ ｗａｎｎａ ｇｏ ｔｏ ｔｈａｔｓｃｈｏｏｌ？
这为什么？ 我们知道，英语的特指疑问句是由陈述句转换来的，按英语的语法规则，转换时句中被

提问的成分要换成疑问代词，而且那疑问代词要提到句首。 例（３）实际是由例（５）转换来的，即：
（５）Ｉ ｗａｎｔ Ｊｏｈｎ ｔｏ ｇｏ ｔｏ ｔｈ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 ［由陈述句转换成特指疑问句］
（３）Ｗｈｏ ｄｏ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ｔｏ ｔｈ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ｈｏ 是用来提问 ｊｏｈｎ 的，ｗｈｏ 虽然按照规则移到句首了，但原先的位置还在，只是只剩下了个空位

置。 虽是空位置，毕竟有个位置在那里，它会阻隔 ｗａｎｔ 与 ｔｏ 发生连读合音音变，所以例（３）里的 ｗａｎｔ ｔｏ
不会读成 ｗａｎｎａ。①

英语里的 ｗａｎｔ ｔｏ 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连读音变为 ｗａｎｎａ，再有的条件下不会连读音变为 ｗａｎｎａ。 这

样的语言事实就是“有特殊语言研究价值的语言事实”。 在这样的讲法里，实际运用了生成语言学派的

“疑问词痕迹定理”，只是将学术语言转化为教学语言了。
这个语言事实很有价值，有力地证明了名词移位现象和空语类的存在。
第五种类型，以问题为导向，在某范围内、就某语言现象进行穷尽性、无遗漏的考察、调查所取得的

具有几率性质和对比性的语言事实。 吕叔湘先生的《形容词使用情况的一个考擦》（《中国语文 １９６５ 年

６ 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第六种类型，在真实文本、在已有的语料库中难以找到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而启动自己头脑的这一

天然语料库所获得的经过一定的咨询和甄别所得到的语言事实。 譬如马真（２０１６）在《现代汉语虚词研

究方法论》里谈到“名 １ 的名＋比＋名 ２ 的名＋形容词性词语”那一类“比”字句，其中的“名 ２ 的名”在能

否被“名 ２ 的”或“名 ２”替换这一点上，会呈现四种不同的情况（马真 ２０１６：２８４）：
Ａ 我的马比你的马跑得快。
　 我的马比你的跑得快。 　 　 ∗我的马比你跑得快。 ［可以说，但不是原先的意思了］
Ｂ 飞机的速度比汽车的速度快。
　 ∗飞机的速度比汽车的快。 　 　 飞机的速度比汽车快。
Ｃ 我们的马比你们的马多

　 我们的马比你们的多。 　 　 我们的马比你们多。
Ｄ 我的父亲比你的父亲健谈。
　 ∗我的父亲比你的健谈。 　 　 ∗我的父亲比你健谈。 ［可以说，但不是原先的意思了］

·９·

① 生成语法学派正是利用这一语言事实，提出了一条“疑问词痕迹定理”：疑问句句首的疑问代词必须约束句中

某一个居于论元位置的成分；反之，居于论元位置的成分因造成疑问句而移位至句首，在原位留下的痕迹，必须受疑问代

词约束。



马真在说明不同替换的规律和制约因素时，特别是谈到社会心理这一制约因素时，所选用的例子都

不是直接从文本中搜集来的，而是她调动自己头脑这一天然语料库所得到的。 请看（例句序号用马真

原文的）：
（３３）他的朋友比你的朋友大方。
　 他的朋友比你的大方。 　 　 ∗他的朋友比你大方。
（３４）他的朋友比你的朋友小气。
　 ∗他的朋友比你的小气。 　 　 ∗他的朋友比你小气。
（３５）他的朋友比你的朋友更小气。
　 他的朋友比你的更小气。 　 　 ∗他的朋友比你更小气。
马真解释说：
　 　 例（３３）因为是说“他的朋友比你的朋友大方”，言下之意 “你的朋友小气”。 这在说话者的心

目中，暗含着对“你的朋友”有意见，甚至看不起。 所以例（３３）可以用 Ａ 类替换。 而例（３４）是说

“他的朋友比你的朋友小气”，言下之意“你的朋友”是比较大方的，所以不会去采用 Ａ 类替换，因为

Ａ 类替换往往有不够敬重、不够礼貌的意味。 例（３５）则又可以用 Ａ 类替换了，因为在说话人心目

中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你的朋友”，都是小气的，就又可以采用不礼貌的说法。 （马真 ２０１６：
２９０－２９１）
这些例子都不是来自现成的真实文本。 当然，马真在用到文章里之前都经过了反复的咨询和严格

的甄别。
第七种类型，以问题为导向就某语言现象开展的多语种或多方言的对比考察、调查所获取的语言事

实。 例如吴福祥先生来论述汉语的介词“和”和英语的前置词 ｗｉｔｈ 二者之间的差异具有类型学意义时

所用的证据就属于多语种对比的语言事实。［７］再如，张敏（２０１７）关于“汉语没有独立的形容词类”的论

断和关于“复合名词假说”①，就是建立在他所直接或间接地搜集的众多语言②的语言事实的基础上的。
那众多的语言事实也是属于多语种对比的语言事实。

第八种类型，我们在说话写作中出现的语病，以及外民族、外国学生学习汉语过程中所出现的偏误

现象。 语病也好，偏误现象也好，常常会引发我们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语病 ／偏误

现象？”从而常常能成为我们某项研究的出发点。 汉语教学界、外语学界有许多文章其研究课题就来自

学生的偏误现象。
发现、搜集有意义有价值的语言事实，一般都是有意识、有针对性地根据研究的需要去搜集、寻找，

其中不乏艰辛，而一旦获得亲力亲为的独家证据，就立时会有一种成就感、创新感。 不过，在科学研究

中，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况，某个有价值的现象或事实是偶然发现的，从而推动研究者去思考、探究。 譬如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坦桑尼亚学生母潘巴（Ｅｒａｓｔｏ Ｍｐｅｍｂａ）因偶然因素而发现在冰冻箱中煮沸的牛奶结冰早

于常温的牛奶，从而对牛顿“冷却定律”提出了挑战。 语言文字研究中也有这种偶然发现的情况，最典

型的事例就是众所周知的关于 １９ 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③ 不过有意识、有针对性地搜集也好，偶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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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敏（２０１７）汉语为什么（还是）没有独立的形容词类，见网上《今日语言学》（微信公众号）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
那众多语言包括罗曼语的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耳曼语的瑞典语，凯尔特语，藏缅语，苗瑶语和印第安语中的

Ｕｔｅ 语，以及东亚、东南亚大陆地区的 ９４ 个语言样本。
清末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１８９９ 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

荣（１８４５—１９００）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

的药品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 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 这不禁

引起他的好奇。 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

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 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

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 １５００ 多片（以上引自百度提供的资

料，谨供参考）。 甲骨文研究由此而兴起。



现也好，以往都是靠个人手工操作，这种搜集、寻找、发现语言研究所需要的语言事实的办法，都会有很

大的局限性。 ２０ 世纪末，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开始利用计算机建立了语料库，搜集语料就方便多了，但
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现在可以进一步靠计算机新技术，可以通过云计算等手段来获取语言研究所需

的语料方面的大数据，以作为语言学论证的更有力证据。 “大数据的实质不是数据大的问题”，“大数据

的最重要内容则是相关思维，即通过增加数据的量来获取更多相关信息，从而进一步获取因果的关

系。”①正因为如此，所以大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运用传统方法所不容易甚至不可能获得的新的结

论”②，还能“让我们在不同来源的数据中建立新的联系”③，“让我们在不同来源的数据中看到相关

性”④。 潘悟云（２０１８）的报告《语料大数据作为语言学证据的作用》正是利用大数据所提供的见母开口

二等字在魏晋前后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在各不同地区的音变情况，并利用同演区（即具有相同演变的方

言区）的概念，探究了见母开口二等字音变的历史原因，发现见母开口二等字存在 ｋ－与非 ｋ－分布上的

有序对立的，从而获得了同时也确认了“魏晋是汉语东南方言的形成期”、“汉语方言的分类应该有个层

次。 汉语的各大方言不是并立的，应该首先分官话和东南方言”等重要结论。 从中让我们清楚看到了

大数据在语言研究中的效应。 大数据可以为我们语言论证提供数量更多、范围更为宽广的语言材料和

不同语言材料之间的相关性。

　 　 五、事实能成为论证中的有力证据还必须做三项工作

语言事实是很重要，但是为使自己考擦、调查或发现所得的语言事实能成为语言学论证中的有力证

据，还必须做三项工作：
头一项工作是，要对所搜集的语言事实进行多方精心甄别。 由于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发

展变化的，特别是在目前的网络信息化时代，网络世界的出现与存在加速了语言的变异。 这样，我们所

面对的语言情况就显得非常纷繁复杂。 在语言中，除了大家公认的合法的语言事实之外，还存在某些新

产生的合理的变异现象，也存在确确实实的语病，因此我们都不能简单地以“是否符合语法规则或语义

规则”来评判某语言现象的合法与不合法［８］，更何况“语言数据都是概率性的”⑤。
再一项工作是，必须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 真要让所搜集的语言事实能成为有力的语言学论证的

证据，真要让大数据发挥作用，一定得“重视理论”⑥，“得借助于好的科学分析理论”⑦。 具体说要用一

定的、科学的理论思想、理论原则、理论方法来驾驭那些语言事实，驾驭那些大数据，使材料与观点一致。
事实上，常常“在搜集数据、搜集语言材料时就需要一定的理论假设”⑧。 在语言研究中还会碰到这样的

情况，“同一个材料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为什么？ “就因为理论观点的不同”⑨。
另一项工作是，需要将搜集到的语言事实放到整个语言系统中去分析、思考，而且“在运用所需的

语言事实时还得辅以严密的逻辑推理或假设”。 在最后选取用例时，必须对搜集来的语言事实加以甄

别和精心挑选，包括选多少、选哪些、如何使之最具说服力而又恰到好处。 这里也不妨举个例子。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马真教授应邀在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给研究生作报告，题目是“树立研究意识培

养研究能力”，其中介绍了她对副词“也”的研究。 她不同意原先学界所说的“在各类复句中出现的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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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潘悟云（２０１８）语料大数据作为语言学证据的作用，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１ 日在“２００８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上的主题

报告。
首都师范大学史金生教授在“２００８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上的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王立军教授在“２００８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上的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伯江研究员在“２００８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上的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黄行教授在“２００８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上的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周庆胜教授在“２００８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上的发言。
中国传媒大学张明泉教授在“２００８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上的发言。
南开大学李兵教授在“２００８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上的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朱小健教授在“２００８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上的发言。
北京语言大学王建勤教授在“２００８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上的发言。



‘也’能分别表示并列关系、递进关系、转折关系、条件关系等语法意义”这样的观点，认为各类复句中的

“也”仍然是表示“类同”义。 在论证并列复句里出现的副词“也”并不表示“并列关系”义，而是“表示类

同”义时，她从所搜集的众多的并列复句的实际语料中，精心选用了三组六个例子，并以严密、清晰的逻

辑加以分析论述，极具说服力。 她具体是这样论证的———
先举了下面两个并列复句：
（１）ａ． 他吃了一个面包，我也吃了一个面包。
ｂ． 他吃了一个面包，我吃了一个面包。
她指出，ａ 句有“也”，ｂ 句没有“也”，然而汉语语法学界都认为这两个复句都属于并列复句。 并不

因为 ｂ 句没有“也”大家就不认为它是并列复句。 可见，一个复句是不是并列复句不取决于复句里是否

用了副词“也”。 那么 ａ 句里的“也”起什么作用呢？ 是不是起“加强并列语气”的作用呢？ 为了使大家

明白她的观点，她又举了这样两个例子：
（２）ａ． 约翰是美国人，柯彼得是德国人。
ｂ． 妹妹在哭，弟弟在笑。
她指出，例（２）ａ、ｂ 两句，大家也都认为是并列复句。 如果“也”能起加强并列语气的作用，那么按

说就可以在这两个复句里加上“也”，可是事实告诉我们，加不进去。 我们不说：
（２’）ａ． ∗约翰是美国人，柯彼得也是德国人。
ｂ． ∗妹妹在哭，弟弟也在笑。
这说明，“也”并不起加强并列语气的作用。 他又请大家细细对比例（１）ａ、ｂ 两句，不难发现，ａ 句用

了“也”有强调类同的意思———“我吃了一个面包”跟“他吃了一个面包”相类同。 ｂ 句没有用“也”，不含

有强调类同的意思，只是客观地分别说出两种情况。 例（２）两个句子所以加不进“也”，就因为前后分句

在意思上根本没有类同之处。 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观点，她又举了这样一组例子：
（３）ａ． “你们俩考了多少分？”“她只考了 ６０ 分，我只考了 ６３ 分。”
ｂ． “你们俩考得好吗？”“她只考了 ６０ 分，我也只考了 ６３ 分。”
她请大家注意比较例（３）的 ａ 和 ｂ 的两个答话。 就基本内容看，所说的两种情况是一样的，都是

“他只考了 ６０ 分”和“我只考了 ６３ 分”，但是因为例（３）ａ 句是问“你们考了多少分”，这个语境决定了答

话无需强调二者的类同性，只要如实分别说出两个人的考分就可以了，所以没有用“也”；而例（３）ｂ 句

是问“你们考得好吗”，这个语境决定了答话需要强调二者的成绩都不怎么样———都考得不太好，所以

得用表示类同的“也”，以强调二者的类同性。
可见，并列关系复句用不用“也”，关键在于有无类同关系，需要不需要强调类同性。 在论证这个观

点时，马真先生只用了 ６ 个最典型的、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把问题说清楚了。 她运用同样的分析方

法分别论证在其他复句里出现的“也”也都“表示类同”义。 并从整个论证中得出了一个很有方法论价

值的观点：“在虚词研究中，切忌把虚词所在的句子格式所具有的语法意义硬归到这个虚词身上。”

　 　 六、余论

本文说的是语言学论证中的问题，其基本道理也适用于其他学科的论证。 关于科学论证，最后还需

说这样几点：
其一，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说，无论哪个学科，对事实的考察和挖掘当然很重要，但这毕竟只是研究的

基础，还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必须对考察、挖掘所得的事实及其观

察到的内在规律作出科学的解释，并进一步从中总结出具有解释力的原则，而且升华为理论，能用这些

原则、理论来解释更多的事实，从而使学科得以自立，得以发展。 苹果往地下掉，月亮圆缺会影响潮汐，
星际间有神秘的引力，这都是客观事实，注意到了不等于就是科学研究了。 而牛顿在伽利略关于力的假

想的指导下，对这些众多的事实进行了研究，升华为理论，从而诞生了“牛顿定律”，引发了物理学的革

命，极大地推进了物理学，使物理科学成为 １８ 世纪的显学。 而化学，虽然 １８７０ 年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

就根据各化学元素原子量之大小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律，并制定了化学元素周期表，使化学成为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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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简易的科学，但一直得不到当时科学界的认可，当时科学界为物理学所主宰，他们将化学视为“巫
术”。 而 ２０ 世纪量子论（包括量子力学和量子化学）的诞生充分证实了化学的科学性，从而科学界完全

承认了它的科学地位。 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理论的力量。
其二，“充足的客观事实＋深刻的理论思考”这是推进科学研究的两股力量，它们彼此是互动的。 不

断地深入并深刻的理论思考能帮助我们挖掘、发现更多的语言事实，而更多的语言事实的挖掘与发现又

反过来能推动我们去进一步进行理论思考。 这里不妨再举个语法研究的小例子。 我在 ８０ 年代发现许

多句法格式必须要求有数量成分参与，反之也有不少句法格式排斥数量成分的参与。 对此我只是进行

了客观的描写，没法做出深刻的解释，只是说“数量范畴对句法结构有制约作用”。 ９０ 年代沈家煊先生

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有界－无界”作出了新的解释，譬如“盛碗里两条鱼”“扔筐里一个球”，为什么不能

说成“∗盛碗里鱼”“∗扔筐里球”？ 原因就是那行为动作是有界的（有起点和终点），所以要求那受事

宾语成分也得是有界的。 这就比我原先的说法进了一大步。 为什么？ 因为有更深刻的理论思考。 但问

题并非到此为止。 因为受事宾语成分有界化的手段可以有多种，除了在名词前加数量成分外，还可以采

用名词前加指示代词，名词前加限制性修饰成分等。 可是在上面那个句式中还只能用“名词前加数量

成分”这一种有界化手段，我们不说：
∗盛碗里这鱼 ｜ ∗盛碗里这妈妈烧的鱼

∗扔筐里这球 ｜ ∗扔筐里大的球

这又该怎么解释？ 我们所能想到的看法是：在这种句式中，那受事宾语不仅要求得是有界的，还得

要求得是“无定”的。 可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在这种句式中受事宾语要求是“无定”的，而在其他述宾

句式中并无此硬性要求？ 譬如，“我只尝了那个菜” “我只吃了妈妈烧的鱼”。 其宾语所指并不要求非

“无定”的不可。 看来为什么在“盛碗里两条鱼”“扔筐里一个球”这种句式中受事宾语部分必须要有数

量成分，还得去探究。
其三，在论证过程中， “要充分注意证据的真实性”①，更要杜绝和防止为了要证明自己理论思想的

存在而“故意隐瞒事实”或“故意扭曲事实”②。
其四，要使探索、研究能不断解开谜团，获得带有科学价值的结论，重要的要善于跳出原有的圈子思

考，不断探寻新的研究视角，而且还得牢记八个字：有心用心，勤于思考。 发现问题，要靠这八个字；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也要靠这八个字！ 在这方面吕叔湘、朱德熙等诸位前辈学者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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